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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英国藏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文献研究”的成果之一，该项目

批准号为：!"!"#!$#$!%&& ’ ((!!$。

本课题的资料搜集和前期研究工作还获得英国科学院王

宽诚研究员基金项目（%&’ ()*+*,& "-./’01 2 )3)4567 8’995:;
,&*<）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招聘研究员基金项目（%&’ !.;
<.6 =5-*’+1 >5) +&’ ?)505+*56 5> =-*’6-’ 8’995:,&*<）资助。

《国际敦煌学丛书》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确定的“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兰州大学“"&&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为本
书提供部分出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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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取名《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顾名思义，书中

的主角是英国印度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奥

莱尔·斯坦因爵士（!"# $%#&’ !(&")，!"#$—!%&’年），书中的
布景是日本敦煌学。

斯坦因是英藏敦煌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国际

敦煌学的开拓人之一。他于 !%(( 年至 !%(! 年进行了第一
次中亚考察，于 !%(#年至 !%("年进行了第二次中亚考察，
于 !%!’年至 !%!#年进行了第三次中亚考察，于 !%’(年至
!%’!年进行了第四次中亚考察。斯坦因在其历次中亚考察
期间，获得过数量不等的中国西北文物，尤其是他第二次

中亚考察期间于 !%()年从中国甘肃敦煌获得的大量藏经洞
出土文物，构成了国际敦煌学研究最重要的一批资料，奠

定了国际敦煌学的基础。斯坦因有关中亚考察的全部论著，



一直是国际敦煌学的经典著作。斯坦因虽然也称东方学家，但他早年

专攻印度学，后来逐渐将研究范围扩展，不过并没有扩及汉学和日本

学领域。因此，斯坦因本来是很难和日本学术界发生联系的。只是因

印度学而产生的中亚考察活动，以及因中亚考察活动而产生的敦煌

学，才成为斯坦因和日本学术界发生联系的主要媒介，才将斯坦因和

日本敦煌学联系到了一起。

日本敦煌学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内独树一帜，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代表着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并深刻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敦煌

学研究进程。众所周知，日本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古代文化

的影响。因此，当斯坦因等近代西方考古学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掘出

大批与日本文化渊源有关的中国古代文物之后，尤其是当斯坦因和法

国汉学家、探险家保罗·伯希和（!"#$ !%$$&’(）先后将敦煌莫高窟藏经
洞出土文物劫往欧洲之后，日本的学术、宗教、文化界立即做出了强

烈的反应，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便快速兴起。日本的广义敦煌学（大致

相当于前伊斯兰教时期中亚考古学）开始于 !"#$年，这年大谷光瑞
在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的影响下发起了自己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日

本的狭义敦煌学（关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研究）开始于

!"#"年，这年日本人最初了解到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物。从此以后，
日本人以一种特别的热情从事着敦煌学的研究，以至于在 !"$%年前
就创造出“敦煌学”这一词汇。

无论是斯坦因研究，还是日本敦煌学史研究，都可以称得上是国

际敦煌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无论从斯坦因研究的角度看，还是

从日本敦煌学史研究的角度看，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之间的关系肯定

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新领域。无论是对于斯坦因的研究也好，还是对于

日本敦煌学史的研究也好，又都是我从很早以前起就满怀兴趣的研究

课题。只是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我到现在也没有能正式完成

这两个课题中的任何一个。现在，我却先写出《斯坦因与日本敦煌

学》这么一本不伦不类的书来，可以算是一种没有循规蹈矩的“无心

插柳”行为，或者说是我在从事上述两个课题研究过程中不经意间得

出的副产品，也可以说是两个课题在偶尔相交后产生的一个怪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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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管怎么说，我在写完这本书后还是感到很高兴，临出版时总觉得

应该再简单写点什么，于是想在这篇“前言”中交代一下这本书的写

作过程。

我对斯坦因这个人的兴趣由来已久，从 !"#"年便开始搜集、翻
译斯坦因著作。后来在搜集斯坦因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我也看到过日

本敦煌学界研究斯坦因和斯坦因搜集品的一些论著，但早年的意识中

并没有把斯坦因和日本敦煌学联系在一起。到 !"$$年 %月，日本国
学院大学教授、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土肥义和先生来兰州大学访

问，第一次让我把斯坦因与日本人联系在了一起。土肥义和先生是日

本著名敦煌学家，也是日本研究英藏斯坦因搜集品的专家。在我们座

谈的过程中，土肥义和先生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英国调查斯坦因第三

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献的成果，使我对日本学术界研究英藏斯坦因

搜集品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当时我正痴迷于斯坦因第四次中

亚考察的研究，于是我也和土肥义和先生还谈论了斯坦因第四次中亚

考察这个话题，我的研究兴趣得到了土肥义和先生的鼓励。

土肥义和先生返回日本后，把我的情况介绍给日本的斯坦因研究

专家、东洋文库理事长榎一雄教授，并建议我到东洋文库留学。众所

周知，东洋文库是国际东方学研究的专业图书馆，设有规模庞大的研

究部，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也附置于东洋文库内。

在东洋文库的书库里收藏着有关亚洲各国的几乎全部西文、日文、汉

文图书与杂志，其中包括与中亚考察史、中国西北考古史及敦煌学有

关的各种语文出版物和照片资料，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内容之丰

富，集中程度之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与伦比的。由于敦煌学研

究在东洋文库向来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东洋文库也被公认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土肥义

和先生建议我到东洋文库留学，对我来说是一个了解日本敦煌学、向

日本学者学习先进研究方法的大好机会。在榎一雄先生的支持下，土

肥义和先生于 !"$$年 "月 &$日第一次为我申请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
人招聘研究员基金。同样在榎一雄先生支持下，东洋文库还于 !"$$
年 !!月 !’日为我申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特定地域研究者特别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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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基金。但是，当年的这两项申请都没有获得批准。

!"#"年初，我应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 )*(($+&#*%,，-.$
/"#&#,. 0#1"’"2）的邀请，赴英国伦敦从事研究工作。我这次赴英国的
任务，是参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与英国国家图

书馆、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3+.**( *4 !"#$%&’( ’%5 64"#+’%
3&75#$,，8%#9$",#&2 *4 0*%5*%）等机构联合进行的“英藏敦煌文献”大
型国际合作项目，主要是协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宁

可教授，整理英藏斯坦因所获敦煌中亚出土汉文文书的未刊残片部

分。参加项目工作之余，我还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大英博物院

档案部（-.$ /"#&#,. :7,$7; 6"+.#9$,）等机构开始从事我的个人项目，
即调查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英文档案。我整理、研究英国藏斯坦因

考古档案的工作，便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在我调查斯坦因档案的过程

中，也看到过一些与日本敦煌学有关的资料，但我当时的主要兴趣还

是斯坦因的第四次中亚考察。我本来打算在英国逗留更长一段时间，

以便到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5($#’% 0#1"’"2，!<4*"5 8%#9$",#&2）全
面调查研究斯坦因考古档案，但当年国内的风波扰乱了我的研究计

划，促使我在 !"#"年年底回国。
在这段时间里，榎一雄先生和土肥义和先生仍继续在日本为我寻

找留学资助。!"#"年 "月 $"日，土肥义和先生第二次为我申请日本
学术振兴会外国人招聘研究员基金。但就在提交申请书后不久，榎一

雄先生便不幸于 !"#"年 !!月 %日因突发虚血性心力衰竭而病逝，这
次申请也没有获得批准。!""&年 "月 $!日，土肥义和先生在新任东
洋文库理事长北村甫教授的支持下，第三次为我申请日本学术振兴会

外国人招聘研究员基金，终于申请成功。!""&年 !$月 $#日，日本学
术振兴会理事长大崎仁先生给我发出了邀请信。从 !""! 年 ’ 月起，
我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招聘和资助下，赴日本东京任财团法人东洋文

库外国人研究员，在东洋文库研究部敦煌文献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东洋文库研究员或外国人研究员有个特权，那就是可以自由地进

出于东洋文库的书库，随意翻检自己所需要的图书资料，然后拿到自

己的研究室中仔细研究，这对研究资料的搜集工作来说是非常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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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在日本工作的一年时间里，除了在筑波大学短期集训了一个月

的日语之外，一年四季里的几乎所有工作日都在东洋文库的书库和研

究室里度过。我在东洋文库的主要研究任务，是在土肥义和先生的指

导下，从事一项题为“敦煌及东突厥斯坦（新疆）出土文献的综合研

究”的合作研究项目。根据 !""#年 "月 $!日提交给日本学术振兴会
的申请书所列，我和土肥义和先生的合作研究工作主要包括 %个子课
题：“（!）回顾近 &#年间日本、中国两国有关敦煌及东突厥斯坦（新
疆）史研究的动向、课题以及研究展望；（$）合作研究敦煌周边诸民
族和汉族、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史；（&）再探讨斯文赫定、斯坦因、
伯希和、黄文弼等各支探险队所搜集资料的出土地点和出土年代；

（%）编制敦煌及东突厥斯坦（新疆）出土文献资料的综合目录”。在
这 %项子课题中，我承担第 !项和第 &项，土肥义和先生承担第 $项
和第 %项。换一句话说，我要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的研究，主要属于
中亚考察史、中国西北考古学史和国际敦煌学史的范围。但是由于时

间有限，我主要围绕第 &个子课题进行工作，将东洋文库所藏中亚考
察史、中国西北考古史和国际敦煌学史方面的各种语文图书、杂志翻

检了一遍。

关于我在东洋文库的研究结果，我曾经给日本学术振兴会提交过

一份详细的英文报告书，但是因为字数太多，在这里不便引述。土肥

义和先生于 !""$年 ’月 $%日提交给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研究经过报
告书”中倒是归纳得很简单，他的原话是：“关于王冀青氏取得的研

究成果，正如他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书（另印）中所说明的那样，主要

是在东洋文库以课题 &为中心进行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特别
局限于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黄文弼等人的探险队了，而是涉

及来自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瑞典、瑞士、芬兰、美国、日本、

中国等国家的所有中央亚细亚探险队，时间范围从 !"世纪 (#年代开
始，直到 $#世纪 &#年代为止。王冀青对所有中央亚细亚探险队的调
查报告书和报告报道之类的东西（即刊登在数十种东方学杂志上的那

些东西）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分析，对各探险队发现或搜集到的文物

之出土地点、发现年代、内容等逐一进行了分类整理。王冀青在东洋

!
! "



文库工作了 !!个月时间，写成了与上述研究调查有关的草稿，多达
约 "#万汉字（即用每页 $##字的稿纸写了大约 !%"#页）。在不久的将
来，这部书稿大概会以《中央亚细亚出土文物的发现与研究史》（暂

定名）为名在中国出版吧。”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能像土肥义和先

生所期望的那样，把在东洋文库时草成的那部书稿付诸出版，没有在

中国出版一本称《中央亚细亚出土文物的发现与研究史》或类似题目

的著作。但是，我在东洋文库草成的书稿后来分化成一系列更具体、

更细小的研究课题，也将会通过眼下这套“国际敦煌学丛书”而发扬

光大。后来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主讲《国

际敦煌学》、《中亚科学考察史》、《中亚考古学》、《敦煌学概论》、《国

际敦煌学史》、《国际汉学源流》等课程时，讲义的相关部分也是以在

东洋文库时所草成的书稿为基础的。

我既然在日本研究中亚考察史、中国西北考古史和国际敦煌学

史，当然要格外关注以大谷光瑞考察队为代表的日本中亚考察活动，

还要通检明治末年以来日本学者用日文写的敦煌学论著，因为在东洋

文库里收藏的相关日文图书杂志肯定是全世界最齐全的。我在资料搜

集过程中，有意识地扩大了范围，将日本敦煌学史的材料也包括在

内，将有关日文文献资料翻阅一遍，对其中的重要部分做了抄录、复

制。应该说，我对日本敦煌学史真正产生兴趣，而且还为此搜集有关

的日文资料，是从 !&&!年开始的，是从东洋文库开始的。但是，即
便我是在日本从事研究，尽管我已经对日本敦煌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由于惯性作用，我的研究重心始终还是在斯坦因身上。就在我即

将离开日本的时候，东洋文库于 !&&%年 ’月 %(日为我举办了一次特
别讲演会，实际上是我的研究成果汇报会。在土肥义和先生的建议

下，我的讲演题目确定为“斯坦因氏第四次中央亚细亚探险（!&(#—
!&(!年）之研究”。选这个题目也反映出，我在日本期间最后也没有
离开斯坦因研究这个老课题。

!&&%年 )月我从日本回国以后，对日本敦煌学史的兴趣与日俱
增，并开笔撰写一部暂题为《日本敦煌学史》的书。为了写这本书的

目的，我于 !&&(年申请到兰州大学 川良一优秀青年教育基金会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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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师资助项目，项目名称是“中国敦煌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其实

就是日本敦煌学史。但是，由于斯坦因研究课题的拖累，我后来关于

日本敦煌学史的研究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也在 !""#年，我先后承担
了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资助项目“近现代欧

洲、北美、日本考察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科学考察史”和

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西

欧、北美、日本散藏的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来华考察档案的辑录与研

究”。虽然在研究中亚考察史和斯坦因档案时理所应当地把日本也扯

了进来，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不得不放在英国藏斯坦因中亚考察档案

的辑录与研究方面。!""#年 $月至 !""$年 %月，土肥义和先生在兰
州大学讲学 !&个月，我又有机会向先生请教日本敦煌学史和斯坦因
研究中的许多问题。

!""’年初，我获得英国科学院王宽诚研究员基金（!"# $%&’&("
)*+,#-. / ( 0 ( 1234 5#6627("&8）的资助，以“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
第四次中亚考察研究”（) 9’:,. 2; 9&% ):%#6 9’#&3<( 52:%’" 0#3’%+6 )(&+3
=>8#,&’&23）为研究课题，第二次赴英国从事研究工作。我这次在英
国工作期间，主要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院、牛津大学包德利

图书馆等机构调查、研究斯坦因档案。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工作

期间，我将斯坦因手稿第 !—$’)号从头到尾查阅了一遍。我这次在
英国一共过目斯坦因档案近 !&万页，通过抄录、复制、摄影等手段
获得了其中最重要的近 #万页。我在牛津大学查阅斯坦因档案的过程
中，陆续发现了一些与日本以及日本敦煌学有关的资料，其中包括斯

坦因和一些日本敦煌学家之间的往来通信、斯坦因撰写的日本旅行日

记和日本游记等。由于我已经对日本敦煌学有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斯

坦因档案中的这些资料很快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认为它们既是斯坦

因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日本敦煌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于是便将它

们全部抄录或复制下来。本书中所用的大部分原始档案，便是当年我

在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的斯坦因手稿中发现的资料。

我于 !""’年秋季回国之后，除了教学本职工作之外，除了开会、
出差、出国等公差之外，将绝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对牛津大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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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的整理、翻译、考释、研究工作上。这项工

作的进度极为缓慢，但我在此期间也偶尔腾出一些时间来，捡拾点资

料，零星发表点东西，其中有些与日本敦煌学史有关。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年，日本东海日中科学技术交流
协会、爱知县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中日新闻社等机构为了纪念，于当

年 #月在名古屋市中日新闻本社大厅举办“日中国交正常化 $%周年
纪念·丝绸之路讲演会”，邀请我和早稻田大学教授长泽和俊先生担任

主讲。我按照主办方确定的题目，做了题为“丝绸之路·敦煌的历史

和新发现”的讲演。我在讲稿第 %部分“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敦煌学
的鼻祖斯坦因氏档案的新发现”中，介绍了本人对斯坦因第四次中亚

考察日记的整理翻译成果，也介绍了斯坦因档案中保存的一些有关日

本的材料。可惜的是，当时由于时间、语言等原因，我的讲演无法展

开来谈，我的“新发现”也没有得到充分展示的机会。

$&&&年 #月，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邀请我参加在香港大学
召开的“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提交

了一篇题为《“敦煌学”一词源流考辨》的论文，并于 $&&&年 #月 $’
日上午在大会上宣读。众所周知，关于“敦煌学”一词的起源，中国

学术界以前异口同声认定，该词系中国敦煌学家陈寅恪先生于 !"(&
年首创。我于 !""!年在东洋文库调查日本敦煌学史文献时，从书库
中找到了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先生于 !"$%年 !$月在大阪出版的
一本小册子《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敦煌石室の遗

书（怀德堂夏期讲演）』，大阪：植田政藏印刷所，!"$%年 !$月 !)日
发行，非卖品），其中 !%次出现“敦煌学”一词，从而否定了“敦煌
学”一词系陈寅恪先生首创的通行观点。但要谈清楚这个问题，必须

在文章中对早期日本敦煌学史做个全面的考察。我的论文在香港大学

宣读后，与会的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席姚德怀教授随即在他的词源学

札记《语文散记》中以“敦煌学”为题，对我的论文及主要观点予以

介绍评论，发表在 $&&& 年 # 月出版的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机关杂志
《语文建设通讯》第 ’%期上。姚德怀教授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说：“王
冀青谦称自己的论文为‘不成熟的小文’。其实这篇论文还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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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年日本敦煌学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对这段历史有兴
趣的读者不妨找这篇 #$页长的文章一读。”鉴于读者难以找到论文打
印件，我很快将论文的主要部分以《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为

题，发表在《敦煌学辑刊》#%%%年第 #期上。
#%%!年，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举办的“敦煌佛教艺术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论文《高楠顺次郎与敦煌佛典———牛

津大学藏斯坦因与高楠顺次郎往来通信研究》，刊布了牛津大学包德

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中保存的斯坦因与高楠顺次郎之间的几封往来

通信。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兰州大学出版社于 #%%# 年 & 月出版的
《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中。

早在 !"’"年 !#月，甘肃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陆庆夫、郭锋和我
合写的《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由陆庆夫承担第一卷“中国的敦

煌学家”，郭锋承担第二卷“日本的敦煌学家”，我承担第三卷“欧美

各国的敦煌学家”。我选写的是斯坦因等 &个欧美人物，表明那时我
对日本敦煌学家的兴趣小于欧美敦煌学家。到了 #%%#年 !#月，甘肃
教育出版社再版该书，改书名为《中外敦煌学家评传》，我除了负责

增补第三卷外，还为第二卷“日本的敦煌学家”补写了《狩野直喜》、

《泷精一》、《矢吹庆辉》、《滨田耕作》等 (篇传记，实际上都是快速
地从我的《日本敦煌学史》草稿中抽编而成的。但由于新版书中的每

篇传记也都有字数限制，所以我关于这 (位日本敦煌学家的传记也只
能是泛泛而谈，没有空间展示我所掌握的全部资料，更不可能涉及斯

坦因档案中与他们有关的具体资料。

其实那时我正在整理、研究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

中保存的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的 !(封往来通信，所以对矢吹庆辉
这个人特别感兴趣。鉴于《中外敦煌学家评传》中所收《矢吹庆辉》

一文中根本没有篇幅提及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的往来通信，我又以

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的这批往来通信为基础，写了一篇题为《牛津

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矢吹庆辉往来通信调查报告》的文章，

发表在《敦煌学辑刊》#%%# 年第 # 期上。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虽
然是对《矢吹庆辉》一文做补充，但仍然感觉到篇幅的限制，所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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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只能罗列信件顺序，介绍信件大意，而没有能刊布信文。!""#
年 $月，为纪念中国敦煌学家王重民先生诞辰 %""周年暨中国敦煌吐
鲁番学会成立 !"周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联合举办“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

字化国际研讨会”。我在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矢吹庆辉与英藏

敦煌文献摄影》的文章，主要利用英藏档案文献，详细介绍矢吹庆辉

拍摄英藏敦煌文献照片的经过，其中公布了一部分信文。这篇文章的

全文，刊登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于 !""#年 $月编印的《敦煌写本研究、
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中。

!""#年是榎一雄先生诞辰 $"周年，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榎一
雄与英藏敦煌文献摄影———纪念榎一雄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英藏敦煌

文献缩微胶卷摄影五十周年》。这篇文章回顾了榎一雄先生和东洋文

库在战后拍摄英藏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的经过，但涉及的是日本敦煌

学的新阶段。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敦煌学辑刊》!""#年第 !期上。
总的说来，到了 !""#年时，我已经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

馆藏斯坦因手稿中有关日本敦煌学史的资料全部整理、翻译完毕，已

经为《日本敦煌学史》一书写完了早期部分（明治末年至大正时期），

也已经发表了一些有关日本敦煌学家的文章。于是，我在这时突发奇

想，产生了写《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这本书的念头。我写这本书的

初衷，原本只是希望能通过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

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中与日本敦煌学史有关的资料集中起来公布于

世。所以我在正书名下还加了个副标题，题为“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

因考古档案日本敦煌学史文献研究”。但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在

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手稿中，与日本敦煌学史有关的资料

很分散，主要是斯坦因与几位日本敦煌学家之间的往来通信，还有斯

坦因在日本旅行时写下的旅行日记和游记之类，分藏在各个部分和编

号中。而且这类档案资料的数量也不多，并不能够自成体系。为了能

将零星、散落、互无联系的档案资料串联起来，使它们的史料价值显

现出来，我必须把这些资料放置到斯坦因生平和日本敦煌学史这两个

背景较为广阔的平台上去。于是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不得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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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斯坦因的学术活动和日本敦煌学史的发展脉络，不得不借用许多

斯坦因生平中与日本敦煌学史有关或无关的已知事实，以及日本敦煌

学史上与斯坦因有关或无关的已知事实，来衬托本书副标题中点出的

主题，来形成本书所刊布档案资料的背景，来填补一件件档案资料之

间留下的大片空白。这种做法有点像考古学上的文物复原，在根据陶

瓷器残片或骨骼残片复原文物的原形时，在残片太少的情况下，有时

需要用石膏将残片粘结起来，并塑造出原物的形状来。文物残片固然

可贵，但粘结残片用的石膏也必不可少。因此，读者在翻阅这本书的

时候，当看到许多小节里并没有出现档案资料的影子时，请不必惊

讶，因为这些部分只是为了说明其他小节中所用档案资料而不得不提

供的陪衬部分。

!""#年，甘肃教育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国际敦煌学丛书”，我
给出版社交去的第一部书稿，便是这部《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本

着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我写这本书时没有采用章节体，而只是简单

地列了 $!个小标题，尽量地按照斯坦因生平的时间顺序排列，以斯
坦因的生与死为全书的起首和结尾。这种方法有个好处，即将来若发

现任何有关新材料时，都可以随时添加补充进去。出版本书的目的之

一，是为国内的研究者提供难以看到的外文资料，因此对于所涉及的

资料，无论是档案资料还是文献资料，无论是英语文献还是日语文

献，我在翻译和排列时都尽可能完整地全部翻译成汉文，以引文的形

式保留原貌。这样一来，就使得本书的某些部分显得冗长烦琐。本书

所用档案材料的出处，以及卷宗号和页码，都在引文后以注释的形式

标明，这里就不再归纳总结了。本书最后还有 #个附录。附录一“斯
坦因日本旅行日记释注稿”和附录二“斯坦因日本游记释注稿”全部

和斯坦因 %&#"年在日本的访问有关，都是可单独成篇的部分，因为
正文中无法摆放而只得放在书后刊布。附录三“斯坦因访问日本期间

的行程一览表”是我根据斯坦因日本旅行日记和斯坦因日本游记整理

出来的斯坦因访日期间每日行程表。

其实，要想搞清楚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之间的关系，仅靠牛津大

学包德利图书馆藏的一点英文资料是远远不够的，我还将继续寻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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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在这里应该补充的一点是，从 !"""年到 #$$#年，匈牙利科
学院图书馆（!"#$%$& ’( )*+ ,-./%$"%. 01%2+3& ’( 41"+.1+5）和大英博物
院两单位合作整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其间又发现了

一些斯坦因和日本人之间的往来通信。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于 #$$#
年出版了由匈牙利学者埃娃·阿波尔（67% 08’$）和英国学者汪海岚
（,+9+. :%./）主编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收
藏品目录》（!"#"$%&’( %) #*( !%$$(+#,%-. %) /,0 1’0($ /#(,- ,- #*( 2,30"04 %) #*(
5’-&"0,"- 1+"6(74 %) /+,(-+(.）一书，其中包括由匈牙利学者阿格尼斯·
克勒兹塞尼（;/.+5 <+9+15=.&"）和阿格尼斯·喀尔特兹（;/.+5 <>$)+5?"）
合编的《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有关的通信、手稿、文件和书评目录》

（@%)%9’/-+ ’( @’$$+58’.2+.1+，A%.-51$"8)5，B’1-3+.)5 %.2 C+7"+D5 C+9%)E
"./ )’ 4"$ 0-$+9 4)+".），这个目录中著录了这批资料。可惜的是，关于
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保存的这批斯坦因与日本人之间的往来通信，我

还没有机会加以调查和研究。除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和匈牙

利科学院图书馆保存的斯坦因与日本人之间的往来通信外，肯定还有

许多相关资料尚待发现，包括在日本保存着的斯坦因致日本人信的原

件。譬如说，东京岩波书店于 !"#%年出版矢吹庆辉著《三阶教之研
究》一书时，在卷首照片上展示了矢吹庆辉保存的一些英国人写来的

英文信，其中包括 !"!%年 !#月 &日斯坦因致矢吹庆辉信和 !"!’年 "
月 &$日斯坦因致矢吹庆辉信，还有斯坦因至矢吹庆辉信函的 (个信
封。因有信封、信纸等相互遮拦的缘故，我们从这幅照片上不可能辨

出信件的全貌。但可以肯定的是，刊布在照片上的这些信件只是矢吹

庆辉保存的斯坦因来信的一些标本，而斯坦因写给矢吹庆辉的更多信

的原件，以及他们之间更多的往来通信，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发现、搜

集和整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 !"%"年起开始对斯坦因的著作感兴趣，从
!"’"年起开始搜集整理英藏斯坦因档案，到现在才开始陆续刊布，
距离完成之日还遥遥无期。我从 !""!年起搜集日本敦煌学史研究资
料，也陆续写出了《日本敦煌学史》的部分内容，但最终完成该书之

日更是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既是我研究斯坦因的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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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也是我研究日本敦煌学史的第一个阶段成果。我对斯坦因的研

究和对日本敦煌学史的研究，还将缓慢地持续下去，这本书也只能算

是我发表这两大课题研究成果的一个开端吧。说到底，日本的敦煌学

史肯定还是由日本人来写为最好。在看到一部由日本人写出的比较全

面的日本敦煌学史之前，染指这一课题的外人心里总有忐忑不安的感

觉，我更是不例外。我首先出版这本《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旨在

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档案中有关日本敦煌学史的部

分梳理出来，算是拿出一些英文资料来壮壮胆子，但也真有抛砖引玉

的愿望，希望能早日看到日本学者撰写的日本敦煌学史。还有一点要

说明的是，当我在研究日本敦煌学史的时候，所依据的日文资料主要

是 !""!年至 !""# 年在东洋文库搜集到的材料。由于那时条件的限
制，大部分情况下我只能以手抄原文或现场翻译的方式搜集资料。由

于我日语水平不高，以这种方法翻译的资料原文或手抄的研究笔记

中，肯定存在着不少错误。本书虽然号称以英国藏斯坦因档案为主要

研究对象，但终究还是要和日本敦煌学史挂起钩来，要引用很多日文

资料。在我引用当时翻译或抄录的日文文献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错

误，希望中外读者原谅。

本书所属的“国际敦煌学丛书”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确定的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本书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重大科研项目“英国藏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文献研究”的

子课题成果。但是在本课题的资料搜集和前期研究工作中，我还获得

过其他一些项目的帮助。尤其是我在英国搜集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

藏斯坦因考古档案英文材料的工作，以及在日本搜集东洋文库藏日本

敦煌学史日文材料的工作，分别得到过英国科学院王宽诚研究员基金

项目“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第四次中亚考察研究”和日本学术振兴

会外国人招聘研究员基金项目“敦煌及东突厥斯坦（新疆）出土文献

的综合研究”的资助。对于支持我从事本课题研究的所有政府部门以

及学术资助机构，我都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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